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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战国时代,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决定了军事斗争的胜负,这就使各国都注重建立赋税收入主要

来源的编户齐民制。 从秦国商鞅变法中强化编户齐民制的历史背景、编户齐民制的建构及其社会功能、编户齐

民与军功爵制度、编户齐民及族群融合与资源整合四个维度探讨秦国注重建构编户齐民制的重要意义。 秦国

民、户身份由法律上的“不齐”而“齐”,让“户”“籍”管理与军功爵制和乡村社会功能相结合,由此使编户齐民

制为秦的军功爵制度和基层社会整合、管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导致秦在大一统前后的各区域的族群融合

与资源有效整合,为秦王朝的大一统起到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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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中,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决定了军事斗争的胜负。 这种情况使战国各国都

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力,通过垄断国家的各种资源,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在秦国,为了达到东出称霸的

目的,更是将国家的资源获取方式作为政府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从秦孝公开始的商鞅变法,就在建构

“国家本位”基础上,将“富国强兵”作为变法的宗旨。 但是,由于秦国僻居在以农为主的中国西部区域,
其赋税、力役、军役的承担者往往是广大的小农生产者,因此,要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及力役征集、军需

开支,就必须建立起稳定的小农经济社会。 所以,在商鞅变法中,建构国家对“民” “户”直接管理的“编

户齐民”制度,成为其变法的重要内容。

一、
 

秦国强化编户齐民制的历史背景

秦国地处中国西部,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成为其赋税、力役、军役的主要来源,而以小生产经济为

主的“务农”之家也成为秦国社会的基础。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发展中,小农经济均是国家

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各国军事力量建构的基础,因此,构建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

构就成为各国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只不过秦国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使其更加专注于小生产社会结构的

建立与巩固。 这种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结构,在国家直接管理下,就形成了在秦国实行更为彻底的

“编户齐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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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编户”指政府通过严密登记,将民众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

入户籍,并据此核定土地、人口和赋役的制度。 “齐民”指打破西周春秋时期的等级壁垒,让百姓不论出

身、身份如何,都统一被纳入国家的户籍管理体系,成为国家直接统治的对象。 《汉书·高帝纪》载颜师

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 [1]80 所谓列次名籍,是指按一定顺序著录于名籍之上,这种以户为单

位的名籍即为户籍。 “编户”与“齐民”这两个概念,虽然在汉代才合并到一起,但是其源头却可以追溯

到春秋战国之际。 有学者认为:“凡是能独立立户,进入地方户口登记序列的人户,统称为‘编户齐民’。
编户者,指由国家统一编制;齐民者,指不管是官是民,是农是兵,在形式上,

 

都是平等的。” [2]397 这里包

括了两个要素:其一,由国家统一进行户口登记序列的人户。 凡是进入户口登记序列的“民” “户”则进

入由国家管辖的范围,成为国家直接拥有的人口;其二,不管在“国”在“野”,是官是民,是农是兵,都具

有相对平等身份及相应权利、义务,包括承担赋税、力役、军役等等。 其实,不管是西周分封制或是战国

“国家本位”体制,小农自然经济都是其政治统治的基础。 但是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编户齐民制度能够

让政府更精准掌握人口数量与分布,从而稳定赋税来源、调配劳役资源,保障政权的正常运转。
战国时代,随着国家与民众直接形成社会的两极,编户齐民作为“国家本位”体制建构的社会基础,

使国家的触觉直接延伸到基层乡村社会中。 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由于这种有效的资源获取方式、能力

直接决定着列国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因此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荀子·议兵》篇分析战

国时期齐、魏、秦三国的军事制度优劣,道出了其时国家资源获取与配置方式的重要作用。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 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

则焉涣离耳。 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傭而战之几

矣。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
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

也。 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
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 阸而用之,得而

后功之,功赏相长也。 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 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
也。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3]271-274

荀子讨论的虽然是战国后期各国的军事制度,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战国时代各国军制均受制

于其国家的资源获取与配置方式。 东方齐国地少人多,工商业发达,故以黄金作为对取得首级战士的奖

励;而魏国“武卒”的招收标准严苛,一旦选取为战士就免除全家徭役,“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

也” [3]273,这种资源配置方法对人多地少的魏国而言,则是一种自耗国家赋税的方式,“是故地虽大,其税

必寡” [3]273,不可能持久,是危国之兵。 而对于地多人少的秦国,使民酷严,既用穷困驱民以求取利禄,又
用爵禄、严刑强迫民众勇于公战,故其资源能够支持其长久的战争,其政策又能驱使民众不畏战事艰难,
因此秦国的国力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所以,齐国的“技击”不可以用来对付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

卒”不可以用来对付秦国的“锐士”。 荀子实际上说明了在军事制度后面隐藏着的根本问题,即国家资

源的获取及储备、配置问题。 国家资源不仅是支持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也是决定军事奖惩、激励制度

的出发点。
编户齐民制虽然滥觞于春秋时期,但其全面发展却是在战国时代。 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一

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农户大量出现,传统血缘村社已逐渐形成地缘性与血缘性相融的社会组织。 此外,
随着诸侯争霸战加剧,大规模战争对各国战争资源的获取、储备能力的依赖,使国家摄取资源能力成为

是否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础,故“彊国”成为其时各国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国家对全

国资源的整合、控制成为评价国家能力的标志。 同时,战国中后期全国大统一曙光的显现,导致其时的

兼并战争具有更强烈的吞并、灭国的性质。 故在各国的生死存亡之际,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

系,尤其是国家直接介入对“民”“户”管理的编户齐民制就成为各国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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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在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变法中,商鞅变法比起三

晋及齐、燕等国,走上了一条更加激进的改革路径[4] 。 商鞅对秦国社会结构的改革,不仅是政治制度上

的,其旧有的与戎狄杂处的民族问题也在编户齐民制的建构中得以解决[5]232-233。 从历史演进看,商鞅

变法既吸取三晋变法的经验,又通过三晋经验与秦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对秦国新型政治体制的构

建。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发优势,故更具有政治理性的特征。 商鞅在变法中深切地感到,秦国要想东

出称霸,一统九州,必须加强对国家资源获取能力的培育。 而商鞅所采取的激进的社会改革方式,也是

从经济角度对“国家本位”体制下政府的资源摄取与配置能力的回应。 这种回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要维持秦国内部强大的社会组织和战争机器的运行,必须要有统一精细的组织、
整合、调度全国资源,包括土地、人口、赋税的机制,由此为秦国战争机器的长期运转提供充足的物力、人
力保障。 《商君书·去强第四》篇曾提出,欲要国强必知国家的包括人口、经济、赋税的 13 个数字,即
“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

数” [6]49,这便表明了他的“强国”之举的核心内容。 而这些数字,也是各地官府年终向中央“上计”的内

容。 故商鞅在秦国大兴“农战”“急耕战之赏”;其二,要驱使民众致力于“农战”,就需要建立“壹治”的

机制和相应的激励、惩罚手段,摈除对于“农战”而言多余而无效的“五蠹”之民,将编户齐民制建构为有

利于“农战”的制度体系,积蓄争霸中原的战争资源。 故《商君书·农战第三》指出:“常官则国治,壹务

则国富。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6]28 因此,建构强有力的对基层社会的

组织、管理能力,就是商鞅变法中对编户齐民制的基本要求。 商鞅与秦孝公对话中所谓“彊国之术”,实
际上就包括了这种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重构及秦国整合、积蓄、配置全国资源的能力。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战国时期各国经济思想,可以看出,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思想

及财政政策一般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是对小生产者的生存及人口再生产的保障;二是最大限度地获

取小农经济的剩余价值物,以利于庞大的国家财政收支需求。 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问题,早在春秋、
战国时就成为统治者对财政、赋税、力役及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重点思考,并被作为政治、经济关系研究

和实践的逻辑起点。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强之劫弱,众之暴寡”的现象。 《墨子·兼爱》就记

载其时的社会状况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

贱,此天下之害也。” [7]175 正是这种情况使各诸侯国中的血缘宗法组织因为财富两极分化而导致分裂和

衰弱。 故春秋末期的孔子便提出了关于宗法社会中政治、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观点,“有国有家者,不
患贫而患不和,不患寡而患不均。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8]221。 严格来说,这正是孔子及儒家学派

对于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的焦虑和思考。 在孔子看来,春秋中后期的生产力发展

和激烈的阶级、阶层斗争使各诸侯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新趋势:一方面,邦国、宗族的团结、和
睦需要依靠均平的经济手段来维护,否则,由贫富两极分化所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很可能导致

国、家的内部分裂和削弱、破坏;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使诸侯国中各公卿、大夫宗族社会地

位的尊卑、贵贱往往与该宗族实力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下,只有保

持内部的团结、和睦,才能维持宗族的强大力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 所以,不论从政治或经

济的角度看,经济上的“贫”“寡”并不可怕,只要“邦”“家”能够保持“均”与“和”,取得“尊”“显”的社会

地位,就会凭借其宗族地位和实力获得相应的权力、爵次,也就不愁财富的“贫”和“寡”。 孔子的均平思

想是奠基于其时以族类(公族、宗族、家族)为本位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社会土壤之上,应当说具有

重要的意义。 孔子试图以财富均平来消解邦国、宗族内部因贫富的分化、经济利益的冲突而造成的宗

族、家族矛盾与阶级、阶层的危机,希望以经济均平作为维护政治稳定的手段,这种以均平致其“和”
“安”的思想,本质上是以否定经济竞争和延缓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的认知,是一种

社会矛盾的经济消解论。
战国时代,孔子提出的平均主义经济消解论不仅为孟、荀等儒家派别继承,并上升为儒家特有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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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伦理思想,还为法家所重视并嫁接,成为法家维护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重要经济措施。 商鞅变法中,
从建构秦国“国家本位”体制出发,亦充分认识到在国家官僚体制之外的工商领域发展给集权制官僚体

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即这些以工商业致富的商人、豪强群体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传统等级分配制度(包

括军功爵和秩禄制)相游离的另一非组织社会力量,以及这股社会力量对官僚机构的腐蚀、破坏,从而

对秦国的农、战政策产生无形消解的后果。 故在商鞅等法家人物看来,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可以通过严厉

打击来消除;文化上的异端可以通过“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 [6]10 的思想政策加以

禁锢;而经济上崛起的这股无序社会力量以及它对官僚体制的异化、腐蚀却是不能够单凭赤裸裸的行政

手段解决,而必须用另一种妥善办法来处理。 在商鞅看来,国家直接管理下的编户齐民制度正是巩固小

生产自然经济基础的最好办法。 因此商鞅等人极力主张扩大以小生产自然经济为主的编户齐民制度,
并且通过“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国家经济干涉主义及其政策实践来维护和巩固编户齐民制。

二、编户齐民制的建构及其社会功能

商鞅变法尤其注重对土地、“民” “户” 及赋税、力役的经济改革,而编户齐民制则是这些改革的

基石。

(一)民、户身份由“不齐”而“齐”
商鞅变法与其他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最大不同点在于通过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控制,进

而建立较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 事实上,建立这种较为彻底的编户齐民制,首先必须打破西周以来层层

分封的宗法血缘制,使民、户不再属于各级封建领主,而在身份、户籍上统属于国家直接管理。 因此,从
政府的角度看,民众身份在法权上的齐、平,是编户齐民制构成的基本条件。 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人

民自生齿以上无不著录于户籍,汉代乃称作‘录民’(《盐铁论·未通》);户籍创制后,举凡著录之人的法

律身份一律平等,故谓之‘齐民’。 高诱注《吕氏春秋》 ‘齐民’曰‘凡民’ (《谨听》),包括国家所有的人

口。 这是中国史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情。” [9]35 事实上,早在春秋时期,随着西周宗法等级和礼乐制

度的破坏,在各地已经出现了“民”“户”的贫富两极分化及民间社会“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

暴寡” [7]175 的现象。 这种豪强对平民的掠夺,既造成对宗法制血缘组织的极大破坏,又使国家不能对全

国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整合。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中,国家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关系到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各国的生存、发展。 虽

然各国政治、经济环境不同,对工商、豪富的打击有所差别,但总的来看,在各国政治与社会改革中,战国

时编户齐民制下的“民”“户”与春秋封君制下民众的身份、地位相比,其宗法亲尊等级所导致的人身、地
位的差异更小,郡县制下“民”“户”的身份也更加平等,这正是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下郡

县社会的积极现象。 而在商鞅变法中,这种普通民、户的身份齐平亦更是社会改革的重中之重。
商鞅变法提出了“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 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 民平,则慎;慎,则难

变。 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

变” [6]6-7。 在商鞅等法家人物看来,根据粮食产量来计算田赋,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百姓承担的赋

税才会公平。 有了公平就会认真从事农耕,这样土地才能开垦。 所以,编户齐民制的建构包括两个条

件:其一,作为赋税、军役承担群体的小生产者在法律地位上的相对平等及其拥有相应权利,让每一个小

生产者都能享受到国家的农、战的爵位赏赐,这样才能激励小农耕战积极性;其二,在走向帝王之路的

“争霸战”中,必须要大量制造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作为国家赋税、力役、兵役的承担主体。 这种主体

责任也是小生产者的一种法律义务。 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舍地而税人”逐渐成为一种新型赋役制

度,故“民”“户”口数、长幼的身份齐平是制造小农经济的关键。 它导致战国各国在社会阶层的重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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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多余的中间社会阶层,使国家权力直接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构成皇帝与民众的两极,使赋税、军役直

接由国家征收。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

国强。” [6]20

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一方面,户籍制与授田制相结合,成为维护编户齐民制稳定的基础。 张家山

汉简《二年律令》明确规定:“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次编之,久为右。” [10]户律 《二年律令·户

律》距离秦代不久,应该反映了秦代国家授予民众田宅的实际情况,即以编制户籍先后为授田主要依

据,而立户是合法占有田宅的首要条件。 此外,《二年律令》还规定“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

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 [10]户律,“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 [10]户律

等律条,说明当时的户籍制与授田制密切联系,小农生产者要获得国家授田,必须先立户籍。 这种举措

对小农生产者具有极大吸引力,同时由于户籍上所载人口、户数清楚,也使官府在征收赋税、军役时降低

了清查、管理的成本,强化了国家对资源的整合、控制,确保了秦国的赋役、兵员来源。 另一方面,商鞅变

法中着力打击旧有领主、封君势力,不仅是再造国家对全国资源(物、人)控制的新举措,也是维护、稳定

编户齐民制,是走向帝王之路的长远问题。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 《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

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具备,国之危也。” [6]20 故秦自商鞅变法后,厉行打

击、抑制地方豪强与社会游侠,成为其一贯政策,也开辟了其后秦汉大一统国家厉行打击豪强、旧贵的

先河。

(二)“户”“籍”管理与乡村社会功能

正如前述,在商鞅变法中,秦国通过“析产”“立户”而建立了由广泛的身份“齐” “平”的小生产者构

成的社会组织。 “户”的本义是基层社会的一个居住单位,《说文解字》释“户”曰:“户,护也。 半门曰

户,象形。”《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

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11]877 这说明“户”是秦汉时编户齐民的基本单位。 “户”与编户齐民制

有着密切关系,“户”作为编户齐民的基本单位,也是战国时各国建立户籍制度的基础。
秦国所据关中大地,地域广阔,沃野千里,河渠纵横。 加上春秋战国之际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给农业

生产力带来了飞跃发展。 可是在一百多年前的秦国,虽然沃野千里,但基层社会的宗法力量强大,这对

于扩大赋税征收、兵役征发是不利的。 故商鞅变法首先采取了对传统大家庭的父子“析产”,兄弟各立

门户的举措,明确要求过去的父子兄弟聚居的大家庭强制分家,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

赋” [11]2230。 其实,“析产”“立户”加快建立小生产经济的步伐,是与秦国的地理、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
秦国僻居西隅,关中地区千里沃野,是主要的农业产粮区,其支撑国家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依靠农业及从

事农业的“民”“户”。 商鞅正是看到这一点,于是其变法重点就是培育大量的小生产者,并以政治力量

推动维护小农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经济政策下,尽可能多的“民” “户”入籍载册,成为秦国征税派役的

主要渠道,而国家的户籍赋役功能亦获得空前强化。 正因如此,秦国务行重农之教及农业管理。 例如云

梦秦简中有《田律》,其中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12]50。
 

“入顷芻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芻三石、稾二石。” [12]47 无论垦与不垦,即耕种与否,皆照收税

不误。 这种严格的农业管理正与秦国在战争时期的赋税收入有密切关系。 从《秦简·傅律》中可以看

到,政府对户籍登记及隐匿、作伪等皆有相应的规定和惩处措施。 例如《傅律》对户籍登记及隐匿、作伪

等皆有相应的规定和惩处措施。[12]1“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 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
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 [12]183 睡虎地秦简时代虽早晚不同,但
大致可以确定为秦昭王到秦始皇三十年所作。 它说明商鞅变法确立起的国家对小农生产的社会组织及

人口、户数的生死、财产、迁徙、生产活动的管理法律,在百余年后仍在实行。
商鞅变法中,特别强调对户籍制度的强化。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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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县令为一县之长,县丞掌民政。 县以下设乡,令乡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

之家“相纠司连坐”,并使民众“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舍人无验者坐之” [11]2236。 秦国的“五家一

伍,十家一什”将户籍单位联结起来,组成什伍、连坐的法律制度,即所谓“什伍连带”“什伍互保”。 只要

一户犯法,其他家户承担着连带责任,以至于“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 故

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 [13]1023。 这种以什伍、连坐为基础的编户齐民制,既有效加强了秦国郡县、
乡邑对“民”“户”的监督、管控,又减轻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成本,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法网。 事实

上,自商鞅时期的改法为律,律、令就成为秦国广泛执行的刑、罚理据,“律以正刑,令以制诏” [14]185。
秦国商鞅变法中对户籍登记的规范化、精细化是他国所不及的。 秦简“封守”的乡某爰书记述了被

审讯人的户籍状况。 “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 甲室,人:一宇二内,各
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株。 妻曰某,亡,不会封。 子大女子某,未有夫。 子小男子某,高六尺

五寸。 臣某,妾小女子某。 牡犬一。” [12]249 其中对于户主姓名、性别、婚姻、职业、居所、爵位、身高、户内

人口,包括家庭的房产、奴婢、牲畜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秦国早期户籍制度中,以身高确定人的年

龄,比如以六尺五寸为成年人的身高下限,这显然不适应当时形势。 故秦始皇“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

韩南阳假守腾。 初令男子书年” [11]232。 秦始皇十六年,秦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明令在民的

户籍上写上年龄,将男子年龄纳入申报范围,要求男子成年后即履行对国家的赋税、兵役、徭役义务。 这

是因为商鞅变法中“户”的设置及国家对赋税徭役的管理是紧密结合的。 国家通过乡里、户籍制度将乡

里居民置于“农战”的管理下,形成一套严密的乡里控制与赋税交纳系统。

(三)编户齐民与“里”“乡”制度

秦国的户籍制度与“里”“乡”的建制紧密相关。 一般而言,里代表着自然聚落,设有里长。 十里组

成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共同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通过里、乡制度,国家将家户单位进一步整合

起来,使之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 实际上,乡里、户籍以及连坐、告奸等制度的设立,根本上是为了

更有效地加强对民众的管控,也是为了更好地建立井然有序的编户齐民制。 正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古代

的家国关系,是“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

训练基地” [15]22。 因此,家户制与国家治理本身有着密切关系。
商鞅对社会结构改造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严格管理户籍人口,不允许“民”“户”自由迁徙。 根据

《秦律》,户民徙居他地应向官府报告,重新登记户口则为“更籍”。 《商君书·垦令》有“使民无得擅徙,
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6]13-14。
云梦秦简《秦简·游士律》有秦国乡里“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 [12]130 之责罚。 张家山汉

简有民众占有田宅而不立户籍,或者为别人占田宅,要受到处罚的律令。 如《二年律令·户律》:“诸不

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 [10]53 这种户籍律令显然

与秦律有继承关系。 睡虎地秦简大致可确定为秦昭王到秦始皇三十年所成,这也说明秦国的户籍管理

制度在战国后期正在形成完整的民、户、乡、县的编制。
通过乡里制度,国家将家、户进一步整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也使各个小生产家庭

及其户、里组织成为稳定性的家户共同体。 这种体系化的乡、亭制度通过上通下达,使各乡、里的“民”
“户”数及应该承担的徭役、赋税、军役等层层上达中央,与国家的行政、财政管理体系结合为一体,形成

以“户”为基础的国家财政体制与社会治理环节。 因此,商鞅变法后,秦国所实行的基层社会制度对治

理民众、整合资源是有效的。

三、编户齐民与军功爵制度

战国时代秦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军功爵制。 军功爵制既与秦国举国转入农、战体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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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及社会价值观。 它使普通吏、民能够凭借军功、农战而跻身上层社会,
让广大吏民的政治权益及身份尊卑皆基于军功、农战,打通了平民上升的通道,增加了社会阶层的上下

流动性。 但是,军功爵制能够有效建立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它具有严整的编户齐民的社会结构的支撑。
军功爵制在秦孝公及其后,逐渐形成一种秦国特有的社会体制。 从汉代简牍记载中可以看出,汉代

户籍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们有无爵位及爵位的级别差异。 由于秦人对军功爵制的重视及其一整套规

定和措施超过汉代,所以秦代军功爵制与土地、田宅的结合,即军功爵的实际价值也超过汉代。 因此,我
们可以大约断定秦的户籍制度也必将有爵无爵、爵位的级别作为其重要内容。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
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秦代的治狱文书中,凡提到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不论是罪犯、受害者,或是证人,
都要写明有无爵位和爵位的级别。” [16]此外,从《封珍式》的具体记载中,也可以看到秦的官府文书对有

无爵和爵位级别的清楚反映。
但是,军功爵制的实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民众身份在法权上的相对平等,以及民众对国家

所承担的权利和享有义务的平等。 身份平等,国家才能按照一定规则征收赋税;民众的权利、义务平等,
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制和政策,激发民众的农、战积极性,构成军功爵制实行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秦国军

功爵制与编户齐民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1)编户齐民为军功爵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 正是有着由

国家直接管辖的广大身份齐平的致力农、战的“民” “户”,才会有行之有效的军功爵制。 因此秦国为了

维护与稳定编户齐民制,必须要限制农、战之外的“末业”,如工商、文学、豪侠等业。 (2)编户齐民制是

刚性官僚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 刚性的官僚政治体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必须要在一种普遍的法权、信
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否则,秦国实行的军功爵制就会很快因为官僚制的腐败、失职或者“民” “户”身

份的失真而失去其授予、赏罚的权能。 因此,编户齐民以其相互联系的奖惩制、什伍制、连坐制等构成了

一套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制度,它使军功爵制的计功原则、田宅赏赐、爵位升降都有一套刚性的制度

规定及真实的人口数量和身份。 故编户齐民及其所涉及的乡邑制、户籍制、什伍、连坐制所相互联结的

系统性网络,加上严酷的秦国法律制度与农战、赏罚制互为补充,形成秦国军功爵制的长期有效性。
除了编户齐民制对军功爵制的意义外,军功爵制亦反过来对维护编户齐民制有着重要作用。 军功

爵制把秦人纳入到一个军、农合一的系统中,他们在经济上的分配、消费,以及社会地位尊卑、犯罪抵折

等方面都与军功爵制发生关系。 这种做法更加巩固了秦式的“编户”制,例如秦国可用爵位抵折民众的

罪责。 在动辄重刑的情况下,民众能够通过爵位而减轻处罚,这对秦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商君书·
境内第十九》:

 

“其狱法……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6]141 《汉旧仪》则

说:“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 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 [17]85 说明

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存在以爵位减刑免罪的条例。 《商君书》的这种说法在秦简文中也得到证实。 例如

云梦秦简已证明在秦代有爵人享有减刑、免刑和赎罪的优待。 《法律答问》记曰:“可(何)谓赎鬼薪叠

足? 可(何)谓赎宫? 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銮兄;其有府(腐)
罪,赎官。 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 [12]200 即臣邦真戎君长有相当于上造以上爵位,其所犯罪应准赎免

者,若为群盗,可赎为鬼薪等;如犯有应判为官刑的罪,令其赎官。 其他与群盗相同的罪,也照此处理。
这条材料反映了秦时以爵位减刑免罪的事例,上造以上爵位的人可以爵赎罪。 秦代法律还允许以爵位

为亲属抵罪,这种做法使处在严酷刑律和“什伍连坐”制下的秦人更增加了以军功获取爵位的激情。
《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曰:“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也,而欲冗边五岁,毋赏兴日,以免

一人为遮人,许之。 或赎署(迁),
 

欲入钱者,日八钱。” [12]91 即允许无爵百姓赎免亲人为奴婢。 除了以

爵抵罪外,各级爵位在物质生活待遇上也有显著的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记载了秦国对于

有爵、无爵的各级官吏及随从、仆隶在公出中的不同生活待遇。 “御史卒人使者,食稗米半斗,酱驷(四)
分升一

 

,采(菜)羹,给之韭葱。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糯(粝)米半斗;仆,
少半斗。” [12]101 所以在秦国,人们的爵位越高,生活待遇就越好,而级与级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

·041·



正如前述,战国时期军功爵制在各国大都实行过,但是其成效却各有不同。 《商君书·徕民篇》曾

比较秦与韩、魏、赵之三晋对爵位授予的差异曰:“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 秦之所以强

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6]90 它指出韩、魏、赵的国力日益不如秦国,是因为韩、魏、赵的民众治产、谋
生之途多样,从而看轻国家授予的爵位,使其“编户齐民”制没有像秦国那样严格实行,这就导致这些国

家在资源调控上缺乏力度,使国力在长期战争中逐渐衰弱,并最终影响其国战争能力的强弱。 日本学者

西嶋定生曾经对秦汉之际的二十等爵制提出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他认为汉代国家爵制秩序,随着和

平时期的日久,在基层乡里社会中助长了以传统宗法制“序齿” (以长幼为序)的位次趋势。 “从实质来

说,则是把来自齿位的序列,通过赐爵而使之变为显在的秩序,给潜在于民间的秩序形成之可能性,依靠

赐爵而使之明朗化了。” [18]421 西嶋定生指出了自生的乡里秩序的齿位,与来自外部作用的他律的国家秩

序,即以“长”序位的爵等制度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正是由于爵位授予制度的宽松化,使过去流行于乡

里的传统“齿位”显性化、明朗化起来。 从西嶋定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军功爵制在不同的社会环

境中具体的不同特点,尤其是在战国时期的战争环境中,秦民“务苦而复爵重也”的情形使秦国能够更

加彻底地将军功爵制与编户齐民制相结合,从而使“长序”在秦有着重要意义。 但也不能否认,尽管通

过军功爵制与民由“不齐”到“齐”,从而巩固了编户齐民的基础,但是在军功爵制中,其所实行的官爵与

民爵划分仍然使官、民之间有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使普通民众并不能通过农、战而轻易跨过官、民的这条

界限,官爵与民爵的位次区别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例如在居延汉简服役吏、卒档案中,具有公乘以下

爵位者甚多,但五大夫以上的高爵却十分少见。 这说明在剥削阶级社会,即使采取不分贵贱、唯军功为

据的军功爵制度,民众从民爵到官爵的跨越仍然有着一定难度,这也充分证明了秦国军功爵制维护统治

阶级利益的阶级属性。
编户齐民与军功爵制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国家为了更好地整合、控制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关系。

在严格的军功爵制里,农民要能够获得富贵,冲破阶层界限,必须通过农(多纳粮)、战(斩敌首)获得功

劳。 广大民众在国家管理下有着通过农业、军功而不断上升的希望。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渴望,使民众能

够服从国家法令,安心农业生产和上战场杀敌。 这就激发了秦国民众农、战积极性,使编户齐民制下的

农民有了冲破阶层而上升的通道。 所以,编户齐民与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通过

严酷的法律和连坐、告奸等惩罚制的设立,更有效地加强对民众的管控;另一方面却也通过军功爵制,给
予民众冲破阶级局限,获得富贵的希望,由此使编户齐民制度能够很好地执行下去。

四、编户齐民、族群融合与资源整合

从根本上说,战国时秦国的“国家本位”体制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其一,以君主集权为中心

的官僚政治体制;其二,国家直接管辖土地、人口的郡县制度;其三,由国家直接管理并承担赋税、徭役、
军役的编户齐民。 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可以说,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是这个政

治社会结构的上层,其存在必须依靠郡县制和编户齐民制度。 而编户齐民制则是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基

础,它决定了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是否能够长期存在。 郡县制则是联系官僚制与编户齐民的中介环节,
国家只有依靠直辖郡县,才能完成对全国“民”“户”的直接统治,并通过这种直接管理而获取物力、人力

资源。 《礼记·大学》所谓“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19]1601,说明了战国秦汉时的

德、土、人、财的政治、经济及其伦理的辩证关系。 东汉徐幹在《中论·民数》中亦曰:“治平在庶功兴,庶
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 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
下无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 [20] 364 国家的政治体制、财政制度与社会管理能够按照等级、职
能而均平赋税、劳役,使广大百姓尽其心而竭其力,天下的治平也就指日可望了。 徐幹的这种说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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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东汉,但也说明了职官制度与编户齐民制对维护大一统国家和君主集权官僚体制的价值。
君主集权的官僚制非郡县不立,非编户齐民不立,而编户齐民也只有在国家集权体制中才能稳定与

巩固。 但是,当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实现了编户齐民制时,却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它在推进地域

化的社会结构重组时,亦推动着各诸侯国中心与边缘地域的契合,形成相互错杂的不同族群、民族的融

合潮流,最终导致古代民族国家的演进。 正如前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体制改革中,其政治潮流也

带动了各地族群的地域化,导致华夏民族国家的初构。 吕思勉曾对“民族”定义道:“民族,是具有客观

条件,因而发生共同 (对外即可称为特异) 的文化。 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

团。” [21]263 在吕先生看来,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文化趋同性,通过若干个因为地理、宗教、文化等

趋同,组成的更为广泛的族群趋同。 而战国时代的编户齐民制正是直接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对不同族群、
民族的人、户的地域性组合,强力推进了这种文化趋同和族群趋同。

在战国秦汉,这种以编户为特征的大规模的民族与文化融合在各诸侯国内频繁发生。 例如楚国在

东向成为江淮“霸主”的过程中,一方面争取到各地域内的小国附庸于己;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力量

将散布各处的民族、族群整合到本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中,使不同国别、族属的人群通过郡县制和编户齐

民的方式在其境内进行了融汇与整合。 特别是随着楚国对淮河上游古老的江、黄等嬴姓国家和姬姓国

家如蔡、息、曾、唐等的征伐战争,使这些地区的制度与文化逐渐“楚制” “楚县” “楚地”化。 故战国时代

的汉江与江淮流域出现了对楚国、楚人、文化的普适性认同。 原有的他国、他族人虽然保留了一定的故

国意识,但是却形成了对楚王、楚国的政治认同,并在编户齐民的地域性管理下成为楚国地方行政单元

下的“楚县人”。 从全国范围看,在秦、赵、魏、齐、燕等国都存在类似的处理方式。 因此,战国时期“国家

本位”体制及其引领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制对华夏民族的聚合、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将战国时代编户齐民制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看,可以看到它是战国时代通过政治体制改

革而推动着民族国家建立的一项重要举措。 它实际上是在君主集权制引领下的对西周、春秋以来社会

结构的颠覆性重组,它在让国家获得了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控制能力的同时,也铸造着一种统一国家及实

体民族的双重结构。 秦国的编户齐民制对其后的王朝治理政策有着重要影响。 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

制,在制度建构上十分注重编户齐民制的建设。 根据文献资料,汉自立国后,便加强了对“编户民”的登

记制度,并由县、乡两级官吏负责定期对户籍人口、财产的登记和核查。 而汉代国家所需的赋税、徭役则

主要由编户民承担。 尤其是西汉中期及以后,随着豪强阶层的发展,不断侵蚀着编户民制度,这引起了

当时诸多思想家的忧虑。 例如《淮南子·齐俗训》就认为:“富人则车舆衣纂锦……贫人则夏被褐带索

……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 [22]236 希望朝廷加强对编户

齐民基础的巩固。 而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正是这种维护小农经济的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秦大一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注重对国家资源整合、获取能力的强化。 而这种强化与

商鞅变法所实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编户齐民制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秦的编户齐民制,为秦的军事胜利提

供了稳固的物质基础,维护了良好的基层社会秩序。 秦国统治者也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在日益发展的形

势中不断巩固、完善编户齐民制。 秦国统治者对编户齐民制的重视与巩固,正是其强化国家资源获取能

力,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完成中国大一统的重要的历史原因,并对其后的帝制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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